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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口冲击、环境变动与家庭养老
——基于多因素分解视角
邹铁钉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310018）
摘要：“室谓夫妇所居，家谓一门之内”（朱熹：《诗集传》）以及“孝于亲，所当
执”（王应麟：《三字经》）等脍炙人口的经典名句，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群聚而居的亲情
生活。这些温馨场景的背后却隐含着长者权威对家庭生产资料和财富分配权的绝对控制，
这也是过去数千年中家庭代际更迭和内部成员互惠利他行为得以维系的根本原因。然而，
随着计划生育、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建设的全面推进，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道德习
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家庭结构，从儿孙膝前萦绕的金字塔型变成了子孙门罗
可雀的倒金字塔型。然后是居住方式，从激发同情心的共室而居变成了疏远情感的分散而
居。其后是亲子关系，从驾驭和臣服变成了基于感恩、亲情和追求平等的互利互惠。但要
特别关注的是，当一个家庭同时出现生育数量不够和生育质量不高的问题，养老资源的充
裕性和多样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只有调动政府、社区和市场的参与积极性，努力构建综合
家庭养老保障体系，才能从物质和精神层面为老年人创造舒适而富足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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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道出了“你养我小，我养你老”的
赡养伦理。子嗣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庭养老资源的充裕度和多样性，这也是多子多
福观念广为盛传的经济动因。
在老龄化、低生育率和经济市场化的共同作用下，子欲养而力不足和子欲养而亲不待
（《孔子家语·卷二，致思第八》）的问题日趋明显。当前，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了 2
亿，人口占比接近 15%，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接近 1.4亿，人口占比超过了 10%，①老龄形
势十分严峻。与此同时，中国老年抚养比早在 2015年就已低于 2.87：1，②平均不到 3个年
轻人就要养活 1 个老人，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一对夫妻至少要养活 4 个老人，生活压力
极其沉重。
此外，中国还是当今世界唯一失能老年人口③超过 1000万的国家，多达 4000万，而全
国现有社区中拥有齐全服务设施的却不到 35%，拥有完善公共服务的不到 40%，并且在家
中发生意外伤害事件的竟然高达 67%。④现有福利体系无法满足老年人与日俱增的护理需
求，失能老年人在家政服务、精神慰藉和医疗陪扶方面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照料压力。
与此同时，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背井离乡外出谋生的人越来越多，当前
流动人口规模已经高达 2.5 亿，⑤随之而来的空槽家庭和对留守老人的照料问题成了一大社
①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EB].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 (421).
② 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5）[EB]. 新
华网, 2015-06-30,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6/30/c_127967441.htm.
③ “失能老年人口”是指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
④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 . 中国老年宜居环境发展报告（2015） [EB]. 人民网 , 2016-02-25,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225/c1001-28147811.html.
⑤ 国家卫生计生委 .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6） [EB], 中国社会科学网 , 2016-10-19,
http://sky.cssn.cn/zx/shwx/shhnew/201610/t20161019_3241404.shtml.
2会难题。中国现有老年人口中空巢老人占了一半多，并且还有 28%的城镇留守老人和 47%
的农村留守老人存在生活困难和体弱多病的问题①。
然而，目前专门为留守老人提供支持的福利资源却极度匮乏。截止 2015年底，全国各
类养老机构总数不到 4.7 万家，每千名老人能分享到的养老床位不到 33 张，②总体呈现出供
不应求、资金缺口大和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由此可见，人口与环境变动带来的冲击效应，不仅改变了家庭规模、居住方式和道德
习俗，还改变了家庭养老的人口学基础。当前国内外较多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一系列
研究成果，本文以这些成果为基础，从生育理性、结构效应、人口流动、长者权威、孝道
文化以及利他偏好等角度，深入剖析人口与环境变化的冲击效应、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一、生育投资的经济理性
从养儿防老角度看，生育子女与货币储蓄具有同等甚至更重要的作用（陈皆明，1998；
袁志刚，1999）[1][2]。曾经一段很长的历史里，子女在物质和情感上的回馈，是人们进行生
育行为的主要动力。作为能带来预期收益的投资品，子女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父母获得赡
养的可能性及其充裕性。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形下，家庭只需在数量和质量之间作出取舍，
便可实现生育收益的最大化（郭凯明，2012）[3]。
多子多福是家庭追求生育收益最大化的一种表现。更多的子女，不仅意味着更小的风
险和更充裕的养老资源，还意味着更为满意的情感关怀。比如赵继伦（2013）[4]的研究就表
明，子女越多，父代对经济支持和日常照料的满意程度就越高。陈卫（2014）通过抽样调
查发现，中国适龄婚育青年中，出现偷生、超生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比例高达 19%，这
种冒险生育更多子女的冲动，从侧面证实了赵继伦（2013）[4]等人观点的正确性。乐章（2016）
[5]的研究则进一步发现，有无子女在幸福感上存在着明显差异，有子女的通常要高于没有子
女的。
但尹银（2012）[6]等人却不这么认为，研究发现更多的子女除了增加亲代的婚姻满意度
之外，并没有提高老年人的家庭地位和生活质量。牛楠（2014）[7]认为，生育数量并不是决
定老年幸福的唯一因素，增加教育投入，提高生育质量才是关键。
可见，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子女的数量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收入水平、性别差异
以及户籍类型这些容易被忽视的因素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王钦池（2015）[8]
认为，缩小个体收入差距，促进性别公平，加快城镇化建设，能提高生育行为对老年幸福
的增进作用。
然而，从 1973 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开始，无论是“生育一个好”的号召，
还是“生二胎”的松绑，生育政策都没有跳出抑制人口生育的惯性，追求多子多福的生育
冲动是不允许的，而晚生少生则是常态（解振明，2012）[9]。
当然，生育政策并不是中国生育率走低的唯一原因，人们对生育成本和生育收益的估
算，也是影响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任强，2007）[10]。当前，急剧变化的经济与社会环境，
明显提高了家庭的生育成本，把有限的资源集中用于培养少数子女成为必然选择。当然，
这也是因为子女能力及其社会地位会的提高，会对父母的老年幸福产生积极的影响（王钦
① 国家卫生计生委. 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年）[EB]. 新华网, 2015-05-14, http://education.news.cn/
2015-05/14/c_127800298.htm.
② 甘贝贝. 我国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 32张[N]. 健康报, 2015-12-08, http://www.jkb.com.cn/news/
industrialEconomy/pension/2015/1208/381427.html.
3池，2015）[8]。一般而言，能力越强的子女，给父母提供的赡养资源越充足。
可见，选择优生优育，注重教育投入，子女个人素养和经济条件的改善，能让家庭中
的老人更容易获得物质和情感上的富足。伍海霞（2011）[11]认为，受教育年限越长的子女, 会
给予父母更多的经济支持，显然追求质量的生育行为，强化了子女的赡养意愿及其力度。
不过，在经济高度市场化和人口流动常态化的当下，无论是生育更多的子女，还是生
育更优秀的子女，都不能完全消除家庭养老的不确定性。而发展以养老保险制度为主体的
社会资助体系，则能从长远和根本上解决家庭养老资源不充足的问题（王增文，2015）[12]。
所以，协调政府、社区和家庭力量，构建综合家庭养老保障体系，能更好地筑牢物质赡养
和精神赡养的篱笆。
二、生育质量对生育数量的替代与取舍
人口学家诺恃斯坦认为，受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思想观念变化的影响，在从农业社会
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人口生育状况会从高出生率、高増长率逐步向低出生率、低增长
率转变，进入人们常说的“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也会随之慢慢消失
（Lewis，1958；蔡昉，2010）[13][14]。
贝克尔对社会逐步走向低生育的现象给出了经济学解释，认为对生育成本和生育收益
的考虑是家庭自发抑制生育冲动的根本原因。Samuelson（1958）[15]、Diamond（1965）[16]
和 Aaron（1966）[17]等人认为，当影响生育成本与收益的人口增长率、资本利率和劳动生产
率发生变动后，将深刻影响到家庭老年抚养比和子女赡养能力。Lam（1993）[18]认为，子
女数量变少意味着单个子女可以享受到更多的成长资源，日后成为高质量劳动力获得优厚
报酬的机率就会大得多。
Galor（1993）[19]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子女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其生育的子女数量竟
然越少，这表明单从家庭养老功能看，生育质量确实对生育数量具有替代作用。所以，Zamac
（2007）[20]提出，将生育重心转移到生育质量上，不断提高子女的赡养能力，可有效应对
生育率下降对家庭养老的冲击。
生育质量包括优生和优育两个方面。历史上，关于优生的说法数不胜数，春秋战国有
“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汉有“女不嫁消渴病”，就连柏拉图也说过“不对婚姻加以约
束，人类就会走向衰败”（肖君华，2004）[21]。其实，优生的本质就是，通过对结婚对象、
生育时间和终止妊辰的选择，生育出体质健壮、没有缺陷的后代。
而优育作为高质量生育的另一面，主要是借助后天教育，提高子女的综合素养和社会
生存能力。优育论者认为，人的天生资质相差不大，后天环境对人的塑造才是关键。只要
在成长的各个环节，辅以正确的家庭引导和良好的学校教育，成才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为了追求生育收益的最大化，在对生育偏好和生育选择作出调整
时是有风险的（Rosenzweig，1980）[22]。比如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学而优则仕是大多数读
书人的出路。由于政府职位稀缺，知识分子容易成为失业者，家庭面临教育投资失败的风
险比较大。而生育更多的子女却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新生劳动力可以借助家庭成员之间的
亲缘关系参与到生产劳动中去（张本飞，2004）[23]。从而，生育质量对生育数量的替代是
有限的。
如果政府能从制度层面参与进来，人们的生育动机和生育风险将会小得多（Entwisle，
1984；Yoon，2001）[24][25]。当然，过度依赖养老保险也不是什么好事，容易引发养老金支
付危机，养老保险体系对家庭养老的支持力度必须控制好（Oshio，2009）[26]。所以，有必
要建立与家庭养老互为支撑的综合养老保障体系，从根源上解决家庭养老资源不足和子女
逃避养老责任的问题。
4三、家庭结构效应
家庭结构效应是指生育率的变动改变了家庭成员的构成及其互动关系（曾毅，2009）[27]。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家庭结构在只生一个好的计生政策的鼓励下，从金字塔型变成了倒金
字塔型，一对夫妇要同时养活 1 个小孩和 4 个老人的“四二一”家庭结构日趋普遍。此类
家庭结构由于子女的唯一性、直系亲属连接的脆弱性和成员之间的强依赖性，很容受到诸
如婚姻、生育和寿命等突发变故的冲击（宋健，2010）[28]。
生育率主要通过改变人们的居住方式、生活照料以及赡养负担对家庭养老产生影响
（Gee，1990；Schmähl，1990；Ruggles，2008）[29][30][31]。然而，由于家庭成员之间年龄差
距的存在，个体成员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扮演着自养和照顾他人的角色，并不需要太多
的照顾，所以家庭养老危机也不像媒体所渲染的那般严重。
人的惯性思维通常会认为生育数量越小获得照顾的可能性就越低。但当考虑到生育数
量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后，结果就不一样了。生育更少，意味着单个子女可以获得更多的教
育投入，这无疑会改善子女的社会生存能力和经济条件，进而提高对父母的赡养能力
（Downey，1995）[32]。这也是当前社会向“少生、优生”转变的重要原因（李瑞德，2005）
[33]。
古有“凡子事父母，当乐其心，不违其志”以及“还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
食忠养之”之说。①赡养并不只是给钱给食物，还包括子女对父母的敬意、情感关怀和生活
照料。通常，生育数量越多的家庭，越容易在生活和情感上得到满足（Chen，2000）[34]。
比如张俊良（2002）[35]的研究就发现，生育 1个孩子获得赡养的可能性是 43%, 而生育 3 孩
的可能性则是 69%。这表明，子女越多生活越幸福的观点是有事实根据的。
显然，在增进老年福利方面，生育更多数量和生育更高质量，各有优势又各有缺陷。
为了将家庭结构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除了优化生育政策和培育环境外，还得寻
求外部力量的帮助，特别是要积极发挥政府和社区在老年活动中心和敬老院建设中的作用，
为老年人创造阳光、温馨、舒适的生活环境。
四、人口流动的衍生效应
根据《明律•户役》：“同居共财，孰非己”的记载，聚族而居、几世同堂的群居文化
源远流长。历史上，以“亲缘、血缘”为纽带，以“同居、合灶、共财”为特征的居住模
式非常普遍。郑军（2009）[36]认为，老年人对居住模式的选择，与个人的健康状况息息相
关，一般在身体状况良好的时候选择分居，而在体弱多病的时候选择共居。
共居离不开土地对人的束缚，更离不开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当中国自 1978年开启市
场化改革之后，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摧毁了繁育故土人情的经济格局，大量涌现背井离乡
的年轻人正在瓦解共居的社会基础。
人口跨区流动会带来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影响子女之间的养老分工，比如居家者负
责日常生活照料和病痛护理，而外出者则负责生活开支（张文娟，2004）[37]。二是外出子
女在流入地获得好的就业机会，赡养能力得到了提高（Knodel，2007）[38]。三是居住分散
化，家庭成员的亲情联络变得稀疏平淡（张文娟，2012）[39]，空槽家庭及其留守老人的照
料难题比较突出。
由于人口迁移弱化了家庭对子女的控制，父母获得赡养的不确定性风险必然会增加，
① 司马光. 居家杂仪[M]. 北宋.
5先前那种子女膝前萦绕的天伦之乐也会受到较大冲击（Chan，1999；杜娟，2002）[40][41]。
同时，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受旅途时间、交通费用以及相关心理成本制约（Yap，1977）[42]，
不能在父母急需之时回到身边施以援手（叶敬忠，2009）[43]，所以一些人口流出地不愿多
生的倾向非常明显，这当然和出于生育耽误抓经济的考虑有关（莫玮俏，2016）[44]，但更
重要的是没有感受到生育更多所带来的好处。
空巢家庭和留守老人得不到很好的照料便是人口流动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孙鹃娟，
2010）[45]。中国人口主要是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空巢家庭及留守
老人的照料问题在这些地区比较突出（段成荣，2013；张航空，2015）[46][47]，而精神空虚、
情感寂寞以及体弱多病又是空巢家庭的共性问题（卢海阳，2014）[48]。
人口流动还将一些诸如照看小孩、农业生产以及整理家务等本该由子女完成的事务压
在了留守老人身上（Stloukal，2001；孙鹃娟，2006）[49][50]。同时，外出子女还因为经济环
境和生活环境的改变，自动降低了对自身的道德要求和对父母的供养积极性（李华红，2008）
[51]。虽然空槽老人可以通过参与生产劳动解决一部分生活来源（张桂蓉，2012）[52]，但若
得不到子女的援助，不断瓦解的乡村社会也会将他们推向老无所依的生活困境（怀洋洋，
2016；李卓，2016）[53][54]。
由于市场化改革和就业机会的分散化，“父母在，不远游”①的孝道传统正在被打破，让
外出务工者心无旁骛的工作，和让留守老人得到妥善的照顾，理当成为决策者和理论工作
者的共同追求。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培育家政服务组织，满足多层次需求，另一方面又要调
动社区和工作单位积极性，帮助留守老人解决日常生活难题，同时还可以通过筹办老年互
助协会来重塑老年人的精神家园，为他们提供老有所乐、老有所归的文化娱乐场所。
五、父代威权的弱化与修补
无论是旧石器时代的母系社会，还是新石器时代的父系社会，“父父、子子”②等基于
农耕文明、支配约束子女的长者权威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张海川，2008）[55]。
子女主动提供经济援助和情感关怀，部分是出于父母对生产资料和财富分配权的控制，
当然道德习俗和国家政治的支持也不容忽视（陈皆明，1998）[1]。社会变迁过程中，父代权
威作为约束力量，在维系赡养伦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子代作为作父母的利益延续，其
数量多寡直接关系到父代的幸福感。
始于上古时期的父代权威虽然是确保子女具有反哺行为的激励机制，却具有时效性，
只在子女成年之前具有约束性，一旦长大成人或者结婚分户就不灵了（洪煜，1997）[56]，
此后道德习俗、法律制度和子女的自觉性变得更为重要。
中国有过一段经济集体化的历史，代际平等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对传统父代权威形
成了极大的冲击，子女成婚分家和谋求经济独立的行为日益普遍，亲子之间更多的是平等
互利关系而不是臣服和驾驭，这一转变有助于解决子女赡养动力不足的问题（王跃生，2008）
[57]。当然，老人照料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制度设计、政策安排和社会支持上（王
跃生，2010）[58]。
当前日趋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动摇了父代权威的人口学基础（朱静辉，2013）[59]。
家庭结构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成员规模的缩小，正从金字塔型向倒金字塔型转变，几世同
堂以及几个子女轮养的格局被打破。
与之同时，伴随人口流动而带的居住分散化，进一步削弱了父代权威的控制能力，昔
① 孔子. 论语[M]. 春秋战国.
② 戴圣. 礼记[M]. 西汉.
6日子孙荣绕膝前的天伦之乐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奢求（辛妍，2012；邹佳，2013）[60][61]。此
外，中国基本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伟大转变，面对高度货币化的市场
经济，自给自足的家庭赡养危机重重，需要借助公共养老保险体系对其进行全面改造（冯
华超，2014）[62]。
基于以上分析，为了修补父代权威的弱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在继续弘扬尊老爱幼
等美德的同时，尽快完善公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从制度层面保障居家老人的基本生活及
其精神文化需求。
六、孝文化的激励作用与局限
孝道作为传统美德，在处理代际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张苏，2015）[63]。正如《孝
经》所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 谓之悖礼”，父母在养育
子女方面呕心沥血，子女赡养既是本分，更是义务。
孝道不但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还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同西方社会重视夫妻之间的
横向关系不同，中国社会比较关注亲子之间的纵向关系（张苏，2015）[63]。西方理论界比
较倡导个体自由选择论，认为父母的生育行为是自愿主动的，而子女的出生则是被动接受
的（Daniels，1988）[64]，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既不是道德约束，也不是法律义务，而是一种
基于血缘的亲情和友谊（English，1992）[65]。
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更注重于家庭经营。中国的国家特性建立在道德与伦理的
结合之上，直接表现为家庭孝敬。子女对父母的敬畏和孝顺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父母对家
庭生产资料和财富分配权的控制，二是数千年来，几世同堂的共居文化所凝聚的同情共感
基础（潘光旦，1936）[66]，三是当政者基于巩固政治统治的需要，借孔孟之嘴在全社会树
立起来的所谓“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①。
孝道伦理的核心体现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情感关怀等三个方面。作为传统美德的
孝文化，既响应了亲情的精神呼唤，又在融洽家庭关系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肖群
忠，2010）[67]，是确保父母在物质和精神层面获得保障的道德制衡机制（潘剑锋，2015）[68]。
然而，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冲击下，“孝, 善事父母者”（《说文﹒
老部》）以及“善父母为孝”（《尔雅﹒释训》）所提倡的子女对父母的单向依从和赡养
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低生育率所引起的子欲养而力不足以及分散居住所引
起的子欲养而力不达等问题，完全颠覆了人们之前对养老意愿、养老情感和养老方式的认
知（李琬予，2014）[69]。
一种源于西方、注重本我、追求个性发展的自由观念对家庭成员的互动关系产生了深
远影响，并成为了大多数新生人口的常识性选择，（马尽举，2003）[70]。亲子之前那种驾
驭和臣服关系逐步被权利和义务上的对等互利取代。追求生活独立的分户而居和基于人口
流动的分散而居，从根源上动摇了子为父纲的家长权威，同时也从社会网络结构层面瓦解
了亲子互动的情感基础（鄢盛明，2001）[71]。
随着父代控制能力的下降以及社会道德约束的宽松化，子女赡养积极性不足的问题就
会凸显出来，大力发展公共养老保障体系作为替代性力量，意义极为重大。正如龙大轩
（2015）[72]所说，孝道伦理存于大义，为宗法赡养规制所依赖。为遏制弃父不养以及为子
不仁的悖逆行径，完善相关赡养法规十分必要（谢婷婷，2014；马芳琴，2015）[73][74]。
值得注意的是，孝文化只是能、从心理、精神和道德层面对赡养行为起到引领和规范
作用，易受外部环境影响，具体效果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经济变革、社会转型的关键
① 董仲舒. 春秋繁露[M]. 西汉.
7时期，年轻人的生活环境日趋复杂，生活压力与日俱增，如何动员社会力量协助他们做好
赡养工作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七、亲缘利他行为的自律性及其局限
生育行为一方面浸透着养儿防老的自利动机，另一方面又彰显了自我牺牲的利他美德
Becker（1986）[75]。父母将部分资源用于子女培育和成长以最大化自身效用的行为，便是利
他动机的外在显现（Becker，1988）[76]。
与父代相比，子代的赡养行为也极具利他偏好（Hammond，1975；Bernheim，1985；
Cox，1987；Cigno，1993）[77][78][79][80]。由于子代的效用函数囊括了父代消费，父母的幸福
感会直接影响到子代的效用（Verbon，1986）[81]。刘波（2005）[82]的研究发现，亲子之间
的互利行为还能带动彼此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家庭财富积累和生活状况也会因此得到
改善。Silverstein（2002）[83]认为，子代之所以体现出极强的亲缘和互惠利他特性，是基于
父母在幼年时所给予的情感关怀和生活照料。
然而，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却在家庭层面动摇了利他行为的人口学基础（Martin，
1989）[84]。若能够制定一个与赡养负担相同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则能达到与赡养同样的
效果（Cigno，1995）[85]。当然，面对生育数量的下降，亲代对子代的利他性投入也可从提
高的子女社会适应性及其经济创收能力上得到补偿。洪恺（2008）[86]认为，若能确保“子
代福利增量”与“亲代投入回报”之和超过培育过程中的利他性成本，那么对子代的利他
性培养便是应对家庭养老危机的有效策略。
但要注意的是，养老不仅包括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需求，还应包括精神和情感上的
关怀。所以，发展公共养老保险体系，并不能完全抹杀掉子女赡养的作用（MacGregor，2006）
[87]。尤其是在经济社会中逐利动机不断冲击人们道德底线的当下，受城市化、工业化和人
口迁徙影响，家庭成员同情共感和互惠利他的生活基础逐步趋于瓦解，一些诸如空巢家庭
及其留守老人的照料问题已成为一大社会难题（张大勇，2007）[88]，需要协调政府、社区、
家庭和社会等多方力量，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让他们心有
所属、老有所乐。
八、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文献演进角度深入剖析了人口冲击与环境变动对家庭养老的影响。研究发现，
家庭养老不仅包括衣食住行等物质需求，还包括儿孙膝前萦绕的天伦之乐、和睦互助的亲
情愉悦以及心有所属等方面的精神需求。人口与环境的变化主要通过生育理性、生育偏好、
家庭结构、人口流动、文化传统、伦理道德以及利他行为等中间变量对家庭养老产生影响。
养老儿防老是对繁衍生息这一动物本能的理性升华，人们不仅重视生育数量，还重视
生育质量。在一个从鼓励生育向节制生育转变的国度里，多子多福必然要被优生优育所取
代。为弥补生育数量上的不足，对子女进行精细化培养，提高他们的生存能力和经济创收
能力是一种理性生育行为。
人的生活习性及行为选择是外部环境长期塑造的结果。中国近现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
向工业文明的历史性转变。简单非货币经济条件下，对生产资料和财富分配拥有绝对控制
权的长者权威在家庭代际更迭和成员互惠利他行为有序运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受工业化浪潮持续冲击的影响，先前陶渊明式的闭塞农耕家庭生活渐行渐远。
个体在高度分工的货币化经济社会中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亲子之间不再是臣服支配而更
多的是平等和互惠。道德囚笼的禁锢作用被弱化，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不再是被迫被动的义
8务，而是自发自动的感恩与关爱。
自 1978 年中国拉开市场化改革以及邓公“两个大局战略”推出以来①，城市化浪潮席
卷神州大地，一波又一波的青壮年背井离乡、远赴经济繁庶之地谋求发展机会，聚家而居
的天伦之乐被分散而居的孤寂所替代，一些空巢家庭病无所托、老无所依的问题十分突出。
与此同时，受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人们生育观念变化的影响，少生甚至不生的越来越多，
几世同堂的金字塔家庭结构逐步被“老年人多、年轻人少”的倒金字塔型结构所取代，传
统子女轮养的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此时如果子女自身经济状况差或者赡养意愿不强，
少子化家庭就很容易陷入养老困境。
所以，为应对人口和环境变动带来的家庭养老问题，我们在捍卫传统美德、调整计生
政策和挖掘家庭自身潜力的同时，还得重视对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和投入，积极引导
社会资源和市场力量参与进来，特别是对老年活动中心和敬老院等基础福利设施的建设，
努力构建融合家庭、社区、政府和市场等多方力量的综合家庭养老保障体系，从物质和精
神两个层面为老年人创造舒适而富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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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Changing on Family Pens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ts Factors
ZOU Tieding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Abstract: Family with several generations that living under the same roof, was a better picture
described in some allusions. Absolute controlling of production means and wealth distribution,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ter-generational changing and reciprocal altruistic behavior.
However, the influence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on of family planning, market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exerting great influence on people's life and moral custom. The first was
the structure of the family, from Pyramid into inverted Pyramid. Then was the living mode, from
cohabitation into separation. Of course, the rela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also from
control and surrender into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In such a case, if the number of fertility
was not enough and the quality was not high, which appears in a family at the same time, the
abundance and diversity of endowment resources was difficult to ensure. At the moment, if we
can motivating the enthusiasm of government, community and market, to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family pension system would become even eas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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